
改革开放 40 年: 中国乡村文化的变迁逻辑、振兴路径与制度构建
* *

高 静 王志章
( 西南大学经济管理管理学院，重庆，400715)

内容提要: 文化是乡村的灵魂，因此振兴乡村的要义在于振兴乡村文化。本文从制度变迁入

手，辨析了改革开放 40 年来，制度安排诱导下的乡村文化在城乡关系从对立到融合发展的过程

中，相应的乡村文化经历了衰落、变异到自觉的时空变迁; 提出“自觉到自信”的乡村文化振兴逻

辑，认为应尊重文化再生长的客观规律; 梳理乡村文化经济性价值，实现从资源到产业的发展通

路; 重塑文化的包容性，提升其社会治理效应。为了顺利推进这一逻辑进路，应建立城乡互动互

通制度和乡村退出制度，以求凝聚乡村文化振兴的合力，重构乡村文化再生长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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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文化是乡村的灵魂与根脉。而乡土根脉诞生

的中国决定了中国文化根基在乡村。以农为本的

时代，乡村文化具有天人合一的生产理念、家国同

构的社会观念以及和为贵的处世之道( 赵旭东等，

2017) 。改革开放 40 年来，随着工业化、城镇化、信
息化步伐的加快，中国幅员广袤的乡村在一次次市

场经济大潮中发生了制度的嬗变，传统的体制被打

破，群体意识走向单体，乡土文化价值取向变得多

元。大量青壮年涌入城市就业、创业，原有的乡村

空间结构在合并重组中放大，农村人口和社会结构

发生重大变化，由礼俗礼节、乡贤尊孝、农耕技艺等

基因构成的乡村文化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碎片化

瓦解，许多地方出现乡村凋落、乡土文化凋敝的窘

境。当下的中国，重振乡村文化这个根脉已迫在眉

睫、时不我待，它直接关系到中国农业现代化能否

与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同步推进，最终实现中华

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一宏伟目标的实现。

进入新时代，中央审时度势，把实施乡村振兴

作为“三农”工作的总抓手，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

出“要坚持乡村全面振兴，抓重点、补短板、强弱

项，实现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

振兴、组织振兴，推动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

步、农民全面发展”①。
要实现乡村文化振兴，就必须充分认识中华

民族通过创造自己的文化而成就自身，乡村文化

是中华民族在历史发展中形成的灵魂 ( 张继梅，

2013) 。振兴乡村文化，便是要完成从文化自省

自觉到文化自信的重构，在振兴中实现乡村文化

的现代性价值。由是，本文通过回顾乡村文化的

时空变换脉络，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向度诠释乡村

文化振兴与其他“四个”振兴的内在逻辑，传承、
发展、创新农耕文明的内涵，构建起乡土文化温

润广大村民的振兴路径，作出制度安排，夯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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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乡村振兴的基石。
乡村文化意涵深邃广泛，人类学者和社会学者

都给予了充分论述( 梁簌溟，1949; 孙庆忠，2009; 赵

旭东等，2017) 。就本文而言，我们更强调围绕国家

振兴战略、为实现乡村文化振兴贡献学者智慧，因

此，本文乡村文化概念更多从社会学、管理学视角

阐释，强调乡村文化之于农民的价值指向，之于乡

村发展的功能引领。从功能辨析，中国语境常说

“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 西方语境较为直

接，Malinowski( 1994) 认为文化包括一套工具或风

俗，直接或间接的满足人类的需要。从价值追溯，

文化与文明一脉相承。但凡起源于农耕文明的国

家，现代化进程中总会出现城市和乡村的分野，便

会形塑成城乡地理空间的文化样态差异。在乡村，

乡民是乡村文化的主体，是文化的创造和拥有者。
他们或劝课农桑，或创作曲艺，或考究技艺，或传授

学问等，这些行为便成就了我们能够感知的器物文

化，这一行为中形成的礼节习俗、交往规则、典章制

度就抽象为文化观念，两者虚实映射、互为引领，温

润着村落村民。所以，本文的乡村文化主要是指能

够引领乡村善治、增加村庄财富、提升村民福祉的，

存在于村落形态中的物质表象、观念形态和行为

守则。

二、制度安排中的城乡格局与乡村文化变迁

乡村文化变迁与国家制度安排有着必然的联

系。在国家制度安排中，诸如经济法律典章、战略

规划、区域布局等诱导了诸如社会关系、社会群体

及社会生活的改变，进而影响着社会物质生产和行

为观念等文化层面的变化。可以说，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来，国家制度安排使得乡村地理样貌、经济行

为、社会结构和文化空间发生了巨大变化，而乡村

文化时空的变迁又无不折射出中国制度安排的内

在逻辑。一般而言，一国制度安排总是促使国家的

现代化进程，城镇化作为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测度标

杆，直接影响城乡关系格局。乡村作为城乡关系的

重要一极，乡村和乡村文化必然深度嵌入城乡关系

的变化之中。一般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进程都基本

遵从马克思所说的“城乡统一—城乡对立—城乡

融合”三阶段理论 ( 周志山，2007) ，中国的事实也

正检验着这一规律，而国家制度就是不断调适延续

这一规律。具体而言，影响城乡关系较为直接的制

度包括国家战略规划、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农
业经营制度等。而由于制度和文化变迁的速率差

异，所以产生了城乡关系变迁中的文化、经济、社会

的离合( 李佳，2012) 。
( 一) 1978—2002 年: 城乡对立阶段的乡村文

化衰落

社会分工是人类文明的标志之一。回首人类

社会的发展史，社会分工带来的农业和手工业分

离，便产生了城市与乡村的空间分离 ( 蒋永穆等，

2018) ，也开启了一个国家的现代性目标，但是这一

现代性进程却滋生着动荡( 亨廷顿，1989) ，城乡差

距便是结果之一。
改革开放 40 年，就是在制度安排下劳动分工

不断完善的过程。从改革开放新纪元的 1978 年到

2002 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经历了开创

与探索、推进与丰富两个阶段( 赵志奎，2008) 。新

中国成立后百业待兴、社会贫困，中国共产党人通

过建立初级合作社、高级合作社和人民公社，基本

实现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农民个体所有制向集

体所有制的转变，但由于中国社会主义处在探索阶

段，加之受制于当时国内外多种环境因素的影响，

中国依然极度贫困，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探索中的中国共产党人深深懂得，

要想彻底改变这一状况，就必须解放生产力、发展

生产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顺应历史潮流，拉开

了旨在解放发展生产力的序幕，会议决定把全党工

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并率先从

农业经济体制改革着手。在指导思想上，1978—
1985 年，党中央主要致力于解决农民的温饱问题，

由农民在实践中探索的“包产到户”则激发了生产

的积极性( 刘刚，2018) 。1982 年，《全国农村工作

会议纪要》正式确立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

践证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放了长期束缚的生

产力，大大提升了农业生产效率，数据测算显示，

1978—1985 年的农业增长贡献中，有 46. 9%来自

于家庭承包制( Lin，1992) 。
尽管包产到户彻底告别了“饥饿年代”，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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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形成的集体经济制度开始碎片化分解，生长在

“家国同构、集体本位”的中国乡村文化逐渐失去

了制度基础，对于村民个人而言，家庭基础的农业

生产经营制度，则进一步放大了个人“私”的毛病，

农民只关心与家庭成员相关的事情，所以基于集体

制度之上形成的集体意识、信仰价值、制度规则、教
化习俗在经济制度的变迁中逐步瓦解，以至于承担

公共活动的建筑器物等也失去了固有的价值指向

和文化意义。似乎，优秀的乡村文化迷失在解放发

展生产力的路途上。
与此同时，1984 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

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要求加快

以城市为重点、以增强企业活力为中心环节的整个

经济体制改革。“城市中心论”的思维引导国家将

大量优质的人力资源、信息技术和资金资本等生产

要素投入到城市，城市因要素聚集和产业优化日益

具备了良好的资本增殖能力，而乡村则被默认为城

市发展的要素来源地。观察农村，解决了温饱问题

的农民依然经济贫困，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也使得

部分家庭出现了劳动力富余，这就促使农民主动走

向城市寻求农业以外的生计，失去了农民基础的农

村也失去了开展乡村文化活动的群众意愿和基础。
离土中国造成了乡村文化形落、神散。1992 年 10
月，党的十四大报告《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

步伐，夺 取 有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事 业 的 更 大 胜

利》，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

一制度变革开启了市场经济的大门，加速了要素流

动，也进一步固化了资源从乡村到城市的单向流通

方向。根据孔祥智( 2009) 测算，1978—1997 年，通

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的方式，从农村抽离资

金 9152 亿元; 1997—2001，通过地价剪刀差贡献

44235 亿元，城市新增建设用地中 70%来自征收农

地，招拍挂的建设用地价格从几十万到几百万不

等，而 补 偿 给 农 民 的 却 只 有 几 万 元 ( 孔 祥 智，

2016) 。
失去了资源的乡村活力锐减，乡村文化的自然

韵律和生性灵动不再。与此同时，农村家庭联产承

包责任制的制度边际效用下降，农民开始寻找新的

收入增长方式，快速发展的城镇化也需要大量劳动

力。顺应发展需求，国家实施了户籍制度改 革，

1984 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

题》允许具备条件的务工经商农民落户城镇，由此

农民开始大规模和跨区域的人口流动，形成了 20
世纪 90 年代的“民工潮”，城市和第二产业则像一

块巨大的“吸铁石”吸引了大量的农民行走于大小

城市之中，并试图融入城市。2001 年公安部印发

《关于推进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进

一步放宽了户口迁移到小城镇的条件，但与户籍关

联的城市福利 ( 就业、就学、住房、社保等) 把原住

市民和外来“流动”居民严格区分开来。基于户籍

差异的歧视性福利分配制度始终无法解决农民的

身份问题 ( 邹一南，2015) 。相对于有形的二元经

济结构，户籍隔离的城乡二元社会鸿沟更是难以逾

越，城乡二元结构加深，社会分层呈现，阶层流动固

化。再看乡村内部，1998 年国家颁布了《村民委员

会组织法》，用村民自治管理农村，传统社会的乡

贤治村、长期习惯的组织结构被打破，但村委会的

双重代理身份，“乡政村治”下的“摊派、集资、收

费”等进一步掠夺农村资源* ，不仅加重了农民的

负担，更 是 离 间 了 国 家 与 农 民 的 关 系 ( 马 良 灿，

2014) 。
在这场社会变革中，中国的现代化向前跨越了

一大步，取得了伟大成就。但乡村在嬗变中几乎处

于失序或是无序状态，城乡从二元分离走向对立。
城市与乡村的博弈中，农耕文明被碾压为尘埃: 人

地关系松散、农耕基础的生产体系被打破，农业成

为工业部门的原料供给部门，农村成为城市经济发

展中劳动力和土地的来源地。原有与生产相关的

民俗礼节、庆典仪式、民族活动不断简化或省略; 具

有乡村意境的村貌农社、特色村落、传统技艺等原

乡景观逐渐褪色，由这些活动和空间构成的村民日

常活动、行为逻辑和价值判断等乡村文化内核也比

照城市的发展逻辑给予负面的价值判断。乡村逐

渐失去了普遍的价值认同，以土为纽带的乡村文化

在现代化的进程中隐匿甚至消逝。
这一阶段，国家制度将城市作为经济建设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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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资源从乡到城的单向流动不可避免地导致乡村

凋敝; 同时，农村改革制度红利渐渐摊薄，村民离乡

进城意愿更加强烈，而城市只要资源不要人口的制

度门槛，将进城务工的农民烙刻上自卑的身份印

记，社会隔离、社会分层矛盾凸显。城乡二元全面

对峙格局形成，由此导致乡村认同缺失，乡村文化

也在城乡发展的“推—拉”博弈中日渐衰落。
( 二) 2002—2012 年，城乡统筹阶段的乡村文

化变异

乡村文化变异既有外来文化的冲击和环境的

影响，也有制度上的安排。从 2002 年党的十六大

到 2007 年十七大这五年，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有了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中国从此进入

“新世纪新阶段”( 赵志奎，2008) ，经济社会有了快

速发展。21 世纪之初，中国人均 GDP 超过 1000 美

元，开始步入工业化中期阶段。2000 年，GDP 总量

增速首次达到 10%，2007 年 GDP 增速达到历史最

高点，为 14. 2%; 2010 年 城 镇 化 率 达 到 50%，到

2012 年，中国城镇化率比上年提高了 1. 3 个百分

点，达到 52. 57%。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取得质的飞

跃。伴随这一快速经济发展态势的背后，依然是农

村资源的单向流动。“同工不同酬”的用工制度带

来的“工资剪刀差”、土地征收制度引致的“地价剪

刀差”，对城市贡献显著( 孔祥智等，2018) ; 农村内

部因征地、税费摊派造成农民负担过重，干群关系

紧张，农村集体性冲突事件急剧上升，社会矛盾突

出，“三农”问题全面爆发。在这种二元社会尖锐

对峙的形势下，2002 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了“统

筹城乡经济发展”的重大命题，并在十六届四中全

会确定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指导

思想，把着力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等纳入党和

国家的议事日程，并且从 2004 年开始，中央“一号

文件”开始连续锁定“三农”领域，旨在通过经济建

设激发农村发展活力。2005 年《关于废止中华人

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的决定》最具里程碑意义，不

仅减轻了农民负担，更让老百姓感觉到“国家心里

是装着农民的”，进而改善了农民对中央政府的信

任感，家 国 一 体 的 概 念 再 次 走 入 民 心 ( 杨 华 等，

2011) 。2007 年党的十七大提出“加快建立覆盖城

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把城乡居民纳入社会保

障体系，为弥合城乡居民身份差异的社会鸿沟奠定

了基础。2008 年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城乡一体

化发展理念，城乡统筹进入一体化发展阶段，从制

度上开始改变资源从农村到城市的单向流动格局，

并且按照公平原则配置公共资源，旨在阻止农村的

凋敝，打造农村发展的资源基础。始料未及的是，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又为农村发展带来利好。因

为失业农民工在国家利好驱动下，返乡创业创新，

为农村发展带来了人力、技术等现代生产要素，现

代农业、文化产业成为农民创业首选，各种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纷纷呈现，一些久违的乡村开始焕发活

力，“打工致富一家，创业致富一方”的多维效应深

深触动了村民的乡村认同和文化觉醒。
在这十年间，国家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

心”的同时，也开始重视乡村文化建设。2003 年国

家召开文化体制改革会议，全面开启了基于市场机

制建设的文化体制改革大幕。2004—2005 年，中

央连续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意

见》、《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

意见》、《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三

个文件，把农村文化建设纳入国家议事日程，进行

整体思考布局，并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非物

质文化名录”、“繁荣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等层面细

化落实 农 村 文 化 传 承 等 具 体 事 务 ( 郭 远 远 等，

2018) 。乡村文化开始回归全民视野。
经过十年的城乡统筹发展，农村基础设施得到

改善，农民收入增加，农村风貌得到极大改善，农村

市场机制逐渐完善。乡村文化因乡村的温润丰满

再回归到村民日常。但在城乡统筹过程中，难免会

有“以城统乡”的尴尬，乡村单向追赶城市，乡村文

化也按照城市的模式扭捏着再现，比如庸俗的文化

建筑、载歌载舞的祭祀仪式等。凡此种种带来乡村

文化百面怪相逐渐侵蚀了乡村文化内核。造成这

一怪相的原因大致有三: 一是，大量农民工的乡城

流动，会将城市生活植入乡村，村民以追赶时尚的

心理追逐现代性文化，山寨这些文化符号，导致乡

村文化被生硬改造，异己文化侵蚀了乡村文化内

核。二是，文化下乡政策在某种程度上挤压了乡村

文化的 生 产 空 间。“送 电 影、送 图 书、送 文 化 器

材”，无疑丰富了村民的文化生活，但这种送来的

文化未能与当地文化元素融合，缺乏生根的力量，

捆绑的某些形式痕迹反而稀释了文化的原乡韵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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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挤压了乡村文化的生长空间。三是，地方政府的

政绩选择。市场机制逐步覆盖乡村，乡村传统文化

的处女地带来的经济高附加值自然成为地方政府

获取政绩的优选战略。以各地普遍推崇的乡村旅

游为例，农俗节日、民族特色、祭祀活动都以表演的

形式搬上舞台，成为乡村旅游者猎奇的打卡点。人

工再造后的乡村文化被开发成具有交换价值的商

品( 张士闪，2009) ，成为“第二自然”，的确带来了

经济效应，但却让村民从文化的拥有者蜕变为表演

者，贴上“演员”标签的村民揣测他者的心理和喜

好来表现文化，这就不可避免地落入媚俗，造成乡

村文化与自身的分离，难以触及村民的乡村认同和

文化自觉。
这一时期，城乡统筹的理念开始扭转城乡对立

态势，国家制度更加关注“三农”问题和传统文化

建设，城市与乡村在国家政策的指引下开始由对立

走向统筹，“以工带农、以城带乡”的制度导向逐渐

赋予了农村发展的活力。但是，工业化和城镇化的

现代模式带着经济上的超越，强势嵌入乡村，这一

“他赋”模式只让村民在媚俗中攫取文化的利润，

并没有撬动乡村的原乡文化底蕴，致使乡村文化扭

捏着异化为城市文化的追赶者。
( 三) 2012 年至今，城乡融合发展的乡村文化

自觉

城乡统筹赋予了凋敝的乡村丰腴的肌理，但城

乡差距依然深刻而严峻。一是收入差距继续拉大。
2002—2013 年，城乡居民收入比进入 3. 0 时代，收

入差距以每年 11. 93%的速度扩大，2012 年城市居

民比农村居民收入高出 16648. 1 元; 二是公共服务

不均衡。农村教育、医疗资源匮乏，农民文化生活

单调。为此，2012 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加大

城乡统筹力度，并确定了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均

享化的建设目标，这标志着中国城乡发展进入实质

性的新阶段。农村发展从资源基础提升到服务建

设的高度，这是一个国家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
2016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建党 95 周年的讲话上提

出了文化自信，并指出文化自信是实现民族复兴的

基石和根本①。这种文化自信理论架构，其实正是

源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优秀文化的深厚根基，而乡

村正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库。
2017 年十九大报告指出了中国当前的主要矛

盾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发展不充分不平衡

之间的矛盾，其中文化生活逐渐成为人们追求的美

好生活意涵。这可以从旅游层面的“农耕体验”、
“农事活动”民俗经济，国家层面的“田园综合体”
建设、“最美乡村”项目，以及媒体中流行的“诗词

大会”等诸多文化创意活动中，深刻感到乡村价值

日益凸显，乡村文化变得热络，文化振兴温润而强

劲。而这种乡村文化振兴的主体是农民，其核心要

义是要依托丰富多彩的乡土文化资源，铆足“绣

花”功夫，立足文化民生，打造“有品质”的新乡村;

铸就乡风文明，打造“有风骨”的新乡村; 秉承传承

保护，打造“有灵魂”的新乡村; 助力产业发展，打

造“有活力”的新乡村，找回文化之根，不再媚俗他

者。乡村振兴的特殊意涵决定了其必然成为乡村

振兴的铸魂工程，为乡村振兴注入持久活力和强劲

动力。
城乡发展由一体化到城乡融合，意味着城乡二

元体制将走入历史。城乡生产空间、生态空间和生

活空间的构建也为城乡资源的双向流动搭建起广

阔的平台，城乡居民未来将在城乡融合发展的空间

里包容性地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享受美好生活。
当下的农民工两栖、村庄空心化、生态恶化等问题

将迎刃而解，乡村文化的回归又让乡村活力盎然。
“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的美景再现，

河南豫剧、苏州评弹、安徽黄梅戏等传统曲艺走进

百姓生活，贵州湄潭稻鱼共生的有机大米带给农民

收入稳定增长，河南平乐村民凭借弘扬牡丹主题的

丹青绘画技艺获得了“中国十大美丽乡村”称号②。
乡村成为社会、文化、生态、经济等综合价值的承载

者( 朱霞等，2015) 。众多鲜活的案例告诉我们，乡

村文化不再是空洞的概念或是文人墨客的专利，乡

村文化回归村民日常，她正在从多个方面为人们追

求美好生活提供动力，这便会引起村民的乡村认同

感，进而村民的文化自觉的意识正悄然蔓枝、开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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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国家制度极为重视农村发展，从制

度层面促使资源、技术、人力等要素回流农村。通

过制度红利撬动农村价值，改变以往城市优势对农

村发展的抑制，并逐渐形成城乡融合发展态势。乡

村的价值逐渐凸显，乡村又获得了普遍的全民认

同，建设与享受乡村文化也成为中华儿女的情愫归

依和美好生活向往; 更为重要的是，文化振兴成为

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维度，村民在这场文化自省的

过程中是乡村文化的主人，骄傲而又自信地成长为

乡村文化振兴的主体。

三、从“自觉到自信”的乡村文化振兴逻辑

跨越四十年，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制度安排，让

城乡关系从二元对立、统筹发展到如今的有机融

合，乡村文化也因之沉默流逝、扭曲变异到悄然自

觉。如朝阳冉起，在新时代的起点上，乡村文化恣

意地探索着生长空间。那么，如何借助乡村振兴的

战略实施? 实现乡村文化振兴仍需要理解乡村文

化振兴的本质要义，遵循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
( 一) 理解从“自觉到自信”的文化振兴要义

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之魂，乡村文化自信是乡

村文化振兴之根本。今天，文化自信与道路自信、
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作为一个整体，成为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石。回顾历史，衰弱的文化撑不

起民族的昌盛，汉唐之盛，远不止经济之功，更是一

个民族足够的文化自信; 展望新时代的征程，文化

自信是主体国家认同与内生自信的基本尺度，是挖

掘中国硬实力潜能、创造中国硬实力发展的动力，

更是国家竞争实力的基础( 张勇等，2017) 。
那么，当我们高度关注文化自信的时候，必须

回望文化自觉，因为文化自觉是人们获得文化自信

的前提条件，持久的文化自觉才可能造就一种无形

的文化自信 ( 赵旭东，2018) 。费孝通认为: “文化

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

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

它发展的趋向( 赵旭东，2018) ; 是指一个民族对自

己的文化有深度了解，转而形成一个实际行动的力

量，并借这种力量去构建美好生活的过程 ( 费孝

通，1997) * 。这一过程，需要谨慎践行自我反省和

自我认识，需要认识自己的文化特征，并回顾和反

思文化发展的道路、汲取文化教训，并与其他文化

比较，最终摆正自我在当前多元化世界中的位置。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技术的日新月异和物质的

极大丰富冲击着社会秩序和传统的价值观，也必然

引发新旧价值体系的博弈与冲突，倒逼着人们重新

审视原有的文化价值是否依然具有正向引导力，肯

定的部分会自动融入新的环境，否定的部分面临着

被改造、创新或放弃，当新的价值观经过传播而获

得广泛认同后，这便形成了文化自信。可以说，从

文化自觉到自信是一种文化的转型，是一种对周围

环境体恤之后的从自我选择走向自我肯定 ( 赵旭

东，2013) 。其实，这一过程实质便是文化的振兴。
振兴本意则指大力发展，使兴盛起来，用于较为宏

观的事业①。通俗理解，乃振发兴举，增强活力，是

培育和发展内生动力，它不仅是物质和社会福利的

改善，更指社会体系内在凝聚力的提升。那么，振

兴文化便是在社会前进过程中，赋予文化体系自我

内生的成长动力，促使文化自身在流变中延续与创

新。这一过程触动着文化拥有者的自省自觉，在与

环境碰撞的过程中，经过持续扬弃性选择，重新获

得了文化的凝聚力和创新力，继续发挥文化的引导

力，经过长久的积累，便凝聚为内化于心的文化自

信。因此，乡村文化振兴的要义便是实现乡村文化

从自觉到自信。
( 二) 遵循“再生长”的文化振兴规律

振兴乡村文化，不是符号化的复古搬迁，更不

能以保护的名义贴上“冻结”的封条。要遵循文化

生长的规律。如同任何生命体一样，文化有着坚韧

的生命力。人类学认为文化在时代变迁中流动和

变化，有延续也有创新，这就构成了文化的生长过

程，文化便因此有了生命力，正所谓“江山如有待，

天地若有情”。或者从社会学角度解读，这种生命

力就体现在，人们能够从她那里寻找到行动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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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比如“天人合一”的自然理念指导当前的生态

文明建设，“礼之用、和为贵”的普世价值观成就国

家外交理性，“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的日常理念则

引导人们良善交往。这种生命力的强劲在于能够

在国家干预与市场裹挟中扬弃性地选择，或延续或

创新，与 时 代 发 展 互 动 调 适，我 们 称 之 为“再 生

长”。正如 Bourdieu( 1983) 提到，文化最根本的特

点就是自我创造性，也就是说明在现代化进程的时

代更替中，文化生命具有自我超越、自我生产和自

我创造的动态过程。虽然在异己的力量碰撞中，文

化有过支离破碎，但从未断裂，因为文化的内核在

社会发展中沉淀着独特的风格，浸润于村民日常。
因此，振兴乡村文化便需要理解乡民日常，培育乡

民文化自觉意识，让乡民认识到乡村文化的乡韵底

色和当前力量，形成广泛的认同感，让乡村发出自

己的声音，乡村文化便会在温润的环境中再生出新

的姿态。

四、探索乡村文化再生长的路径

费孝通说，文化是人为的，文化也是为人的。
因此，要促进村民文化自觉，就要让人们感知到文

化以何为人、文化何以为人。Malinowski ( 1994) 认

为文化是包括一套工具或风俗，直接或间接满足人

类的需要; 乡民是乡村文化的享有者、使用者与创

造者，乡村文化的再生长要满足农民发展的基本需

求。从当前农村图景和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要求出

发，提高农民收入质量、保障农户生活安定依然是

农民的重要诉求。那么，实现乡村文化再生长，就

需要从文化的物质之维和精神之维出发，探索如何

实现乡村文化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用文化这一

活的灵魂引领产业振兴、人才振兴、生态振兴和组

织振兴，以此来实现生活富裕的目标。遵循这一逻

辑，应从 如 下 两 个 方 面 探 索 乡 村 文 化 再 生 长 的

逻辑:

( 一) 梳理乡村文化的经济性价值，拓展资源

到产业的发展通路

毋庸置疑，现代性都是当今和未来的主流话

语。城乡融合发展的进程中，正是城市的同质性让

人们意识到乡土文化多样性的宝贵。城市以“他

者”的形态，激发了乡村文化的现代性价值，那么，

展现与传承这种丰富的乡村文化多样性，应从两个

方面着手:

1. 精准辨识乡村的文化符号，重点发展文旅

融合产业。人的符号化活动实际上也就是人的活

动符号化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形成人类文化世界

的过程。Locke 在《人类理解论》中指出，“一切的

文化，除了物质的形式外，都是以符号的形式存在

的”，可见符号性文化的普遍性。John Urry 的游客

凝视理论阐释了文化的符号价值在旅游领域的应

用，游客凝视客体代表的文化内涵决定了吸引游客

的关键，并将其称之为“符码”。简言之，通过游客

凝视，有形的器物、无形的象征，以至旅游地的一

切，都可以通过符号价值变为商品，进而通过付费

实现经济价值( 王媛，2011) 。
当下，乡村文化的符号价值，多体现在既要传

承古朴乡间民风，又融入现代文明风尚，让广大农

民在实现知识化、文明化、现代化进程中收获塑形

和灵魂。数据显示，全世界旅游活动中约有 37%涉

及文化因素，文化旅游者以每年 15%的幅度增长;

2018 年国庆节，中国超过 90%的游客参加了文化

活动①。实践已经证明，发展文旅融合产业有实现

乡村文化振兴的可行性。这就要求我们首先要从

村民日常剥离出文化符号( 李佳，2012) ，对有转化

价值的文化符号进行精准筛选识别，这是因为符号

价值在现代消费理念中具有彰显社会等级和社区

功能，并且更多更高的符号价值也能带来更多的财

富，尤其是情感、文化上的财富( 张晓芳等，2016) 。
所以，辨识乡村文化符号时，要注意文化符号的表

征和内容之间的和谐对等，避免符号的堆砌，出现

空洞的楼台场馆式的空荡，也要避免生搬硬套，出

现文化魂不附体怪相。文化是流变的，文化符号也

因之具有动态性，通过辨识乡村的文化符号、发展

文旅融合产业必然是实现乡村文化价值的有效

路径。
2. 挖掘传承优秀农耕文化，发展绿色效益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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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中国以农立国，上万年的农业历史中，积淀了优

秀的农耕文明，是中华文化的根基，更是乡村文化的

精髓。农耕文化遵循“应时守则”的务农实践，崇尚

“天人合一”和谐理念，如《中庸》提出“万物并育而

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这些优秀农耕文化被看

成是当代生态农业的发展根基。工业化进程中，集

约化发展方式的现代农业导致资源掠夺式开发，农

村面源污染严重，生态体系失衡，食品安全问题突

出，由此带来的生活环境和生命健康困扰引起人们

深刻反思。如何取道传统农耕技艺、继承农耕智慧、
发展绿色高效农业引起国家高度重视和广泛实践。
本文以农业文化遗产项目为例。浙江青田保持了

1200 多年的“稻鱼共生系统”，就是利用立体空间在

水稻田中养鱼。稻谷在水面上生长，鱼在水下生长，

两者互不干扰。一方面，鱼为水稻除草、除虫、翻松

泥土，鱼屎还可成为肥料; 另一方面，水稻为鱼提供

了良好的食物来源和庇护场所。从经济效益看，稻

谷产量增加 5%～ 15%，生态稻米价格在每公斤 40
元; 每亩收获田野鱼 120 公斤，价格在每公斤 100
元，且供不应求，扣除人工后，全年净收入在 1 万元

左右，农业经济效益良好; 2017 年，全县稻鱼共生基

地面积达 4. 6 万亩，实现稻鱼总产值 1. 91 亿元①。
与此类似，中国古老的农业生态体系众多，如桑基鱼

塘、梯田种植、坎儿井、淤地坝等，都是优秀农耕文化

的智慧结晶，体现出农耕智慧孕育的“生态—经济—
社会—文化”复合系统，展现了地域性生活方式与大

自然之间的和谐与平衡。因此，挖掘传承并创新优

秀农耕文化、发展绿色效益农业，既解决了当前集约

化农业的困扰，又带给了百姓收入增加，进而实现产

业振兴、生态振兴和文化振兴的同步目标。
( 二) 重塑乡村文化的内聚功能，提升文化引

领的社会治理效应

文化是一种潜藏在所有社会活动者背后的凝

聚性力量。现代性变革中，阡陌纵横的亚文化让人

们更加关注自身的文化处境和身份认同，并由此获

得基于文化上的生活自信和稳定生活，在这一意义

上，文化就是对稳定生活的一种特殊安置。这一稳

定生活的诉求正是当前乡村善治的动力，也是乡村

达到善治的基本要求 ( 邓大才，2018) 。功能学派

人类学家 Alfred Ｒeginal Ｒadcliffe－Brown ( 1950) 曾

说，文化的整体功能就是把个人团结到稳定的社会

结构中，这种体系决定和规制着个人相互关系的建

立，建立起外部物质环境的适应性和内部个人与群

体之间内部适应性，从而有秩序的社会生活成为可

能。对于村落社会，乡村文化是祖祖辈辈集体生活

的心理认同，在共同的生产生活中，人们形成共享

的风俗礼仪和行为规范，表现出的行为选择具有较

大的同质性，因此能够促使村民产生对村落集体的

归属感，促进村落社会内聚，表现为社会群体内部

的凝聚力。那么，提升乡村文化的内聚功能，应该

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

1. 培育孵化新乡贤，发挥文化治村的德润功

能。农耕文明自古尚贤，贤达之士，视野开拓、才学

出众、品德高尚，是村庄的精神领袖，并因此而成为

村庄秩序的守护者。回顾历史，现代性变革之前，

皇权不下县，“士绅乡贤+村规民约”是乡村善治的

有效工具，因为中国的乡村是礼义社会，以教化民、
以礼成俗。如今，“崇德明礼、追求无讼、亲临友

善”依然是乡村善治的追求，新乡贤以“身份、能

力、行为、品德”嵌入乡村，是乡村“德治、法治、自

治”的重要力量 ( 舒隽，2018 ) 。流传半个世纪的

“枫桥经验”，充分展示了新乡贤在“三治合一”的

乡村治理体系中，传统文化与党的领导之间协同作

用的逻辑自洽( 王斌通，2018) 。新乡贤突出“贤”
字，不论家世出身、籍贯居所，只要在某一社会领域

具有突出才能且德行高尚、愿意为乡村建设尽力的

人，都是新乡贤 ( 王文龙，2018) 。着眼新时代，要

扩大新乡贤的识别范畴，把那些才学优异的大学生

村官、乐善好施的企业家、优秀的退休基层干部、献
言献策的退休知识分子等吸纳到新乡贤的队伍里

来，让他们以嘉言懿行垂范乡里、影响村民，引领乡

村的文明风尚。发挥新乡贤的村庄善治能力，需要

搭建乡贤施策的组织平台，并建立激励与约束相容

的制度。比如浙江上虞、广东云浮的乡贤参事会、
乡贤理事会，乡贤按照组织制度开展村庄活动，更

规范、有序，更能获得村民的认同; 当然，乡贤治村

不能替代村级组织，要在村民自治的法律框架下，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发挥乡贤以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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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善治乡村的功能。对于新乡贤也要开展定期的

评比制度，接受村民的评价，避免精英主政的治理

困境( 章荣君，2015) 。
2. 重塑乡村文化的包容性，提升乡村社会治

理质量。社会质量理论视域下的乡村治理旨在提

高场域内全体成员的福祉。对照乡村振兴的五项

指标，说明中国乡村社会的治理正在从“绩效指

标”转向“社会性行动”，前者的逻辑是执行政府的

各项指标，而后者的行动指南则是构建出一种“质

量社会”，重点凸显乡村社会性和村民主体性。受

现代化进程影响，观察今日的乡村，村民分化明显，

价值主张多维，福利诉求差异极大，如果顾及场域

内所有成员，尤其是弱势群体的福利，就要遵循包

容性的制度设计，强化权益主张的成员平等。
乡村文化的包容性特质正是乡村包容性制度

设计的理论素材。本质上，文化的多样性就决定

了文化的包容性。乡村文化根脉在乡村，乡村崇

尚帮扶 互 助、邻 里 守 望，注 重 人 与 自 然 的 和 睦。
五千年的中华文明从未有过中断，就在于它在包

容异质性文化的过程中获得传承与创新的力量。
在乡村治理上，包容性的机制设计主要体现在形

成了“村两委+村民自组织”的治理架构，村民具

备了更多参与村级事务的机会，能够及时化解邻

里纠纷、村组矛盾，提升了乡村治理的“安全阀”
阈值; 尤其是贫困型弱势群体能够有更多机会参

与村组事务建设，获得经济性回报。这一包容性

机制设计凸显了乡村治理过程中村民参与性和不

同群体之间权益公平性。应和了质量社会建设的

本意。

五、促进乡村文化振兴的制度设计

文化是流变的，文化流变的速度是缓慢的，从

兴盛到自闭，历经了上千年，同样再重塑新时代乡

村文化盛景，也非一蹴而就。这需要完成批判集成

传统文化、创造重构新生文化的双重任务; 重新评

估乡村文化的经济和非经济的双重价值; 整合利用

国家和市场的双重力量，更要正视农村社会阶层分

化加剧、农民群体原子化离散的事实。因此，实现

乡村文化振兴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要遵循文化

再生长的规律，就本文而言，实施乡村文化再生长

的路径，需要诱导新的制度变迁，建立促进乡村文

化振兴的长效机制。
( 一) 建立城乡互动互通制度，凝聚乡村文化

振兴合力

城乡的空间布局中乡村是重要的一极。所以，

乡村的振兴必然离不开城市图景的映衬。世界发

展规律表明，当一个国家的城镇化率超过 50%以

后，乡村的价值全面凸显。在中国，尤其是 2012 年

以后，频繁创新的土地产权制度改革，激发了农村

社会巨大活力，生产要素科技化，村民价值主张多

样化，由此，乡村文化的价值开始蔓枝、盛开，乡村

文化的价值受到重新评估，但是实现文化从“资

源—产品—产业”的链条，要充分认识到文化产业

是建立在“经济、技术和艺术”构成的金字塔的顶

端( Ｒugarry Ｒomer，2004) 。所以，实现乡村文化的

价值，要遵循经济的资本逻辑，借力现代的科技支

持，更要充分彰显艺术的人文底蕴。主要包括，一

是遵循经济的资本逻辑。立足地域特色，创新适应

乡村文化资源开发的投融资制度。探索建立公私

合营的 PPP 模式、入股集体经济组织的股份化模

式，或者经营权的转让，同时要建立相宜的文化评

估制度、产权交易制度和文化保险制度。二是利用

现代科技的力量。如互联的整合力量，吸引社会各

界关注乡村，解决文化振兴主体空间上“不在场”
的制约; 通过自媒体传播，展示乡村文化的历史厚

重、地域之美，或者科技修复技术，保持文化的延续

性。三是注意呈现时代性艺术之美。文化振兴是

中华经典艺术的复兴，反映出人们对乡村之美的向

往和留恋。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美，每一种文化

有其独特的意蕴。振兴乡村要厚植艺术的沃土，使

艺术家、美学家、建筑师等与乡土的文化工作者、技
艺传承人充分融合，让乡村文化“长出来”自然之

美和艺术韵律。
( 二) 建立乡村退出制度，重构乡村文化再生

的空间

农舍村落是乡村文化的组成部分，也是乡村文

化的载体。但必须承认城镇化进程中必然有村落

走向消亡和重构的事实。振兴乡村是赋予村庄活

力，同样，振兴乡村文化也是实现人们的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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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在时代的洗礼中，沉寂的乡村应该允许她们融

入自然，以另一种形态走入历史，退出承载人类活

动的载体功能。美国经济学家赫希曼在 1970 年提

出“退出—呼吁”制度，主要是针对组织绩效下降

时消费者用脚投票，不再购买组织的产品，选择

“退出”( Albert Otto Hirschman，2001) 。在人口乡

城转移的过程中，部分乡村走向衰落是必然的。而

且衰落严重的地区，多数物质贫乏、生态脆弱，但民

族文化资源丰厚。如果能将散落居住的村庄重新

规划，既有利于整合文化振兴需要的物质资源、获

得开展文化活动的群众基础，也能够借规划建设契

机、将文化元素嵌入村庄载体。有了活力的乡村，

文化也悄然走进村民日常。英国百年的乡村建设

也经历过工业化革命的侵袭，但在不同的历史阶段

调适到了合理的定位，所以才有如今“全球最美乡

村”的嘉誉。所以，建立乡村评估退出制度，要在

安置好村民生计生活、村庄资产的前提下，鼓励处

于“亚瘫痪”状态的村庄有序退出历史，给予乡村

文化再生产的空间。

六、讨论与结论

文化振兴如浴火凤凰，并非一蹴而就、毕其功

于一役，而是需要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作为乡村

振兴的灵魂和根基，乡村文化振兴是实现中华梦的

重要力量。
中国历史悠久、广土重民、偌大民族通化融合，

其实乃中国文化的力量。中国俗话说“国之本在

家、积家而成国”，这种家国同构的理念正是乡村

文化“多元包容、追求和平、集体本位”的体现。雷

海宗( 2016) 说过，二千多年来的中国是一个具有

松散政治形态的大文化社区。Ｒussell 初到上海，

就敏锐地观察到“中国实为一文化体而非国家”。
正如梁簌溟 ( 2011) 所言，文化之包容而又极其实

在。所以，研究文化振兴，要将文化置于中国宏观

的幕景; 要深把握中国城乡关系的走向规，真正建

立起“融合”的支点。在现代性变革之前，城乡不

断调适边界，维持着一种相对的平衡，而这种平衡

被现代性变革迅速打破。在中国现代性变革始于

改革开放，所以我们跨越改革开放的四十年，审视

制度变迁带来的城乡关系变化，探索由此引起的乡

村文化的历史印迹，形成“制度安排—城乡关系变

化—乡村文化变迁”的分析逻辑。研究发现，乡村

文化经历了“城乡对立阶段的衰落→城乡统筹阶

段的变异→城乡融合发展的自觉”时代变迁; 基于

此，我们沿着文化自觉的光亮指引，提出了乡村文

化振兴的要义是要实现“文化从自觉到自信”，而

达成这一愿景必须尊重文化再生长的逻辑，同时文

化自觉的持续积累需要体现文化为人的功能，所以

我们要精准识别乡村文化符号，实现资源到产业的

发展通路，同时要重塑文化的内聚功能，提升乡村

文化，引领社会善治。为了推进这一路径实施，应

建立城乡互动制度和乡村退出制度，凝聚乡村文化

振兴的社会合力，也给予乡村文化再生长的历史

时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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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ange of Ｒural Culture，the Path of
Ｒevitalization and Policy System Construction

GAO Jing，WANG Zhizhang

Abstract: Culture is the soul of the country，so the essence of revitalizing the village lies in the re-
vitalization of rural culture. Starting from the institutional changes，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ural culture
in the process of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for 40 years. In the process of the urban－rural relationship
from the development of opposite to integration，the rural culture has changed from fading，variability to
conscious correspondingly. Than we stated that the essence of rural culture revitalization is motivating
cultural consciousness to cultural confidence，and the process should respect the rules of cultural re-
growth; Thus，we propose to identify the economic value of rural culture，and construct path from re-
sources to industry，and reshape the inclusiveness of culture to improve its social governance
effects. Finally，in order to promote this logical approach，it is proposed to establish a system of urb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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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ral interaction and rural exit，and consolidate the synergy of rural culture and rebuild the growing
space of rural culture.

Key words: Ｒevitalization of rural culture; Urban － rural relationship; Historical change;

I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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